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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错误的财政政策是导致日本在泡沫经济崩溃后陷入长期萧条的主要原因之一。在泡沫经济崩溃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日本经济政策一直在凯恩斯主义的积极扩张财政和保守主义的紧缩财政之间反复徘徊，但终以后者占据上风。积极财政政策的力度不够，扩张和紧缩财政政策互相矛盾，及不计实际经济后果地贯彻紧缩财政政策，使日本错失了走出萧条获得持续增长的机会。20世纪90年代日本政治和经济意识形态的保守化，政治不稳定，领导集团执政能力的降低，是导致财政政策失误的政治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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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泡沫经济崩溃之后日本经济的长期萧条，是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任何其他主要发达国家都没有经历过的困境。笔者认为，错误的财政政策是导致日本经济长期萧条的主要原因之一。20世纪90年代日本政治和经济意识形态的保守化，政治不稳定，领导集团执政能力的降低，则是导致财政政策失误的政治成因。以下将就这两个问题进行论述。

 

一财政政策失误及其后果
 

    以1992年为界，日本经济表现截然不同。在1981年至1991年之间，年均增长率为4.0%，但在1992年至2002年之间只有1.15%，而且，后一个时期的经济增长波动比前一个时期大近三倍（表1）。这就是说，泡沫经济崩溃后的日本经济不但增长非常缓慢，而且极不稳定。泡沫经济崩溃后的日本经济究竟在哪里出了问题?以下从分析1992年至2002年日本经济增长的贡献因素（表2）入手来探究这个问题。这个时期的日本经济衰退大部分可归因于民间消费和设备（非房地产）投资的低迷。前者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除了1994年、1995年和1996年之外，都不足1%。后者跌落得更加厉害，有七年为负增长，只在1996年、1997年和2000年三年超过1%。民间消费特别是设备投资的跌落，表明日本经济陷入“流动性陷阱”。所谓“流动性陷阱”，指的是人们期待资本回报率下降幅度较大，以至于利率变动不受金融政策影响，投资不受利率影响。日本具有低消费、高储蓄的传统。在泡沫经济破灭之前，高投资率消化了高储蓄，弥补了消费需求的不足。泡沫经济破灭之后的经济减速，使民间对资本收益率的期待大大降低，导致储蓄规模远远大于投资规模，尽管均衡真实利率已经变成负数。民间消费和投资停滞，导致内需严重不足，物价下跌。自1992年以来，日本的物价总水平增长速度持续下降，并从1995年起进入了一个通货萎缩的世界。

表11981—1991年和1992—2002年GDP增长和波动比较
	时期
	年均增长率（%）
	标准方差
	波动系数（2/1）

	1981—1991
	4.02
	1.2789
	0.3132

	1992—2002
	1.15
	1.3509
	1.1747


资料来源：据日本总务省统计局《日本统计年鉴2005》表3—1计算。

 

表2GDP增长贡献因素（1981—2002年）（%）

	年度
	民间消费
	房产投资
	非房产投资
	民间存货
	政府消费
	公共投资
	公共存货
	净出口
	GDP

	1981
	1.12
	-0.11
	0.28
	-0.03
	0.79
	0.05
	0.00
	0.72
	2.8

	1985
	2.28
	0.19
	1.71
	0.10
	0.49
	0.26
	0.03
	0.17
	6.0

	1990
	2.57
	0.34
	2.20
	-0.10
	0.49
	0.26
	0.03
	0.17
	6.0

	1991
	1.65
	-0.53
	0.22
	0.16
	0.45
	0.32
	-0.02
	0.34
	2.2

	1992
	0.98
	-0.16
	-1.05
	-0.62
	0.37
	1.11
	0.02
	0.42
	1.1

	1993
	0.97
	0.15
	-2.45
	-0.66
	0.43
	0.68
	-0.04
	-0.11
	-1.0

	1994
	1.30
	0.34
	-0.16
	0.60
	0.46
	-0.16
	0.11
	-0.20
	2.3

	1995
	1.28
	-0.29
	0.44
	0.38
	0.58
	0.63
	-0.02
	-0.63
	2.4

	1996
	1.48
	0.65
	1.39
	0.11
	0.37
	-0.25
	-0.01
	0.98
	0.6

	1997
	-0.43
	-1.0
	1.17
	0.17
	-0.13
	-0.47
	-0.01
	0.98
	0.6

	1998
	0.04
	-0.04
	-0.08
	-0.07
	0.04
	-0.01
	0.00
	0.01
	-1.0

	1999
	0.23
	0.14
	-0.04
	-0.21
	0.71
	-0.05
	0.02
	0.06
	0.9

	2000
	0.60
	-0.01
	1.54
	0.52
	0.74
	-0.59
	0.01
	0.24
	3.0

	2001
	0.71
	-0.30
	-0.29
	-0.54
	0.43
	-0.3
	5-0.03
	-0.54
	-0.12

	2002
	0.58
	-0.08
	-0.54
	0.40
	0.34
	-0.32
	0.01
	0.79
	1.2


资料来源：根据《日本统计年鉴2005》表3—1计算。计算方式是：某因素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该因素在t年的支出货币价值-该因素在t-1年的支出货币价值）/t-1年的GDP。

    对GDP增长的贡献而言，政府消费和公共投资的重要性仅次于民间消费和设备投资。从泡沫经济高潮的1990年至2002年，政府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除了1997年、1998年低于0.3%外，其余各年均在0.34%—0.74%之间。波动较小，意味着政府消费是刚性的，受政策和经济的影响较小，从而不可能是一个决定经济起伏衰退的重要因素。与此相反，公共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则起伏较大，1992年高达1.11%，次年下降到0.68%，1994年变成负增长，1995年又回升至0.63%，此后除1998年接近零增长外，年年为负增长。事实上，公共投资的波动，反映了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徘徊于凯恩斯主义的积极扩张财政和保守主义的紧缩财政政策之间、而终以后者占据上风的事实。
    从凯恩斯主义的观点来看，泡沫经济崩溃后的日本有必要实施积极扩张的财政政策。如克鲁格曼所言：“凯恩斯主义对衰退的通常和基本的反应是货币扩张。但是，凯恩斯的担心甚至在有些时候仍然是不够的，特别是当衰退失去控制、恶化为萧条的时候……‘居民’只会把任何货币扩张加入他们的储蓄。这种货币政策失效的情况被称作‘流动性陷阱’。凯恩斯主义对流动性陷阱的回答是增加政府支出。”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出现了严重的“流动性陷阱”，决定它有必要实行刺激景气的积极财政政策。所谓积极财政，就是国家通过发行债券筹集资金进行投资，或者通过减税以增加民众的购买力。期待通过投资和消费乘数效应，维持或刺激社会的总需求，恢复民间对经济前景的信心，拉动经济增长。凯恩斯主义认为，在发行国债投资和减税这两个积极财政政策之间，在经济陷入“流动性陷阱”的情况下，前者更为有效。这是因为在对经济前景不明的情况下，居民非常可能把减税后增加的收入储蓄起来，而不是用于消费。

    泡沫经济崩溃后的日本之所以可能通过国债投资等积极财政政策拉动经济增长，是因为在一个低利率和通货紧缩的世界里，国家发行债券不但成本较低，而且不会导致利率上升，不会对民间投资产生“挤出”效应。国债发行把沉淀在银行储蓄账户里的资金动员起来，否则它们将继续在银行那里沉淀下去。国债投资及其产生的乘数效应，将提高社会的有效需求，拉动民间投资和消费，这就是所谓国债投资的“挤入”效应。国家虽因发行国债而产生较大的财政赤字和债务负担，但同国家在经济危机面前无所作为、听任经济继续滑坡所带来的损失相比是值得的。而且，随着经济在财政刺激的帮助下复苏，财政赤字和债务负担将得到控制。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当国家经济陷入低利率、通货紧缩、货币政策失灵的“流动性陷阱”时，中央政府可以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而不这样做是国家的失职。

    日本政府确实在1992年至1995年期间实施了七个以国债投资为核心的积极财政计划。但是，除了1995年的两个计划外，其余的五个计划都缺乏力度，不足以拉动经济增长。根据波森的研究，1992年至1995年，按照官方公布的数字，日本用于刺激需求的积极财政计划总规模达56.4万亿日元，年均近16万亿日元，约相当于GDP的3.3%。然而，真正利用新发国债、超出正常预算规模进行的公共投资，远远低于宣布的投资刺激计划数字。但唯有这类超出正常预算规模的公共投资，才具有凯恩斯主义的扩张财政的刺激需求的作用。波森把这样的公共投资支出称作“新鲜水”。根据他的估计，由“新鲜水”进行的公共投资在GDP中占的比重在1992年为0.9%，1993年为1.4%，1994年为0，1995年为2.2%。对于萧条多年的日本经济来说，这样的财政刺激力度显然是不够的。
    更致命的原因是泡沫经济崩溃后的日本财政政策缺乏一贯性，自相矛盾，在扩张和紧缩之间徘徊。最明显的失误出现在1995—1998年期间。在1994、1995年经济年增长率超过2%后，1996年日本的经济增长率进一步上升至3.6%，给人们以经济复苏的希望。1996年的经济强劲增长是实施两个政策的结果。一是民众对消费税率提高而提前消费产生的效应。日本国会于1994年11月通过了减少5.5万亿日元的个人所得税临时法案，同时承诺个人所得税减收部分，将通过从1997年4月1日起调高消费税率（从3%调到5%）进行补偿。尽管这个决定的财政效果正负相抵，但从所得税减税到消费税增税之间的时间差，却产生了刺激当时消费需求的效果。民间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从1993年的0.97%上升到1994年、1995年、1996年的1.28%、1.28%和1.48%。在提高消费税税率的决定中，还包括这样一项内容，即所有的住宅项目在建设期间的支出，只要它们是在1996年9月之前签约的，都将按照3%的消费税率缴税。这个政策导致1996年的房地产投资对GDP的贡献率达0.65%，远远超过90年代初以来的任何其他一年。

    1996年经济大幅度增长的第二个也是更重要的原因，是1995年的财政刺激计划力度较大。日本政府于1995年4月和9月先后宣布了总额为4.8万亿和12.8万亿日元的财政投资刺激计划。在截至1995年底日本政府公布的财政刺激计划中，唯有这两个计划的“新鲜水”所占比重超过50%，分别占GDP的0.6%和1.6%。由于这两个计划的实施，1995年日本在税收收入比原初预算减少3万亿日元的情况下，依靠增发国债，使该年的预算总支出（包括原初预算和补充预算），比原初预算多了7亿日元。这些财政刺激支出的分配是：公共工程4.98万亿日元、教育和科学0.72万亿日元、杂项1.1万亿日元。时任经济企划厅长官的宫崎勇预计：“1995年超过8万亿日元的财政刺激计划，足以使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在未来的12个月增加2%，如果这些支出计划得到恰当的贯彻的话。”
    1996年的日本经济强劲增长证实了宫崎的预见。在积极财政政策的刺激下，1995年公共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从1994年的-0.16%升至0.63%。与此同时，民间设备投资的贡献率也从-0.16%上升至0.44%，并在1996年和1997年达到泡沫经济破灭以来的最高水平1.39%和1.17%。民间消费的贡献率在1995年和1996年分别达1.02%和1.37%。同时，利率持续下降。这些事实说明，积极财政政策产生了积极的民间消费的乘数效应和投资的“挤入效应”，带动民间消费和投资的全面增长。波森指出，在1995年后半期和1996年前半期，日本在经济结构、金融市场改革等方面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在这期间，除了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及国民对提高消费税率的预期之外，别无任何其他政策因素作用于经济。而净出口在这个期间受日元升值的影响而呈负增长。因此，1996年经济强劲的增长，可完全归功于1995年财政刺激政策以及消费税率上升预期产生的消费需求刺激。
    然而，日本政府在经济步入复苏的关键时刻，突然出现了180度大转弯，财政政策从扩张转为紧缩。1996年的原初预算和补充预算合计支出为77.77万亿日元，低于1995年的预算总支出78.03万亿日元。由于1996年的GDP在1995年的财政刺激计划作用下扩张了3.6%，所以1996年的预算支出规模相对于GDP而言，实际上大大低于1995年的预算支出规模。而且，就是在这个相对规模已经缩小的支出预算中，还有5.16万亿的日元被转移到“储备”（即在1996财政年度没有使用的资金）的账目下。这些“节约”的资金大部分来自于对公共工程投资的削减。1996年的公共工程投资预算支出比1995年减少了3万亿日元。1997年的预算继续紧缩，其名义支出额为77.39万亿日元，公共项目投资预算被进一步削减了1.5万亿日元。1997年4月1日，日本政府按计划把消费税率从3%提升到5%，对于有效需求严重不足的日本经济而言，可谓雪上加霜之举。
    结果，1997年日本经济增长率骤然减速为0.6%。GDP各要素的贡献率除了净出口和民间存货外，一律低于1996年。消费对GDP的贡献率，由1996年的1.48%变成-0.43%;房地产投资从0.65%变成-1%;公共投资在1996年和1997年连续两年为负增长。民间设备投资对GDP的贡献率，由于公共投资拉动的滞后效应，在1997年仍然保持1.17%的水平，但在1998年即转为负增长。日本经济在1998年萎缩了1%，成为战后经济最萧条的一年。 1998年之后的日本经济在1999年小幅回升后，2000年获得了3%的增长，但在2001年再度出现负增长。2002年以来的日本经济似乎只有依赖来自中国的进口需求获得增长。可以说，日本由于政策错误，错失了借1994—1996年的经济回升把国民经济推入可持续性增长轨道的良机。对此，波森做出了令人信服的评论：“日本经济从1996年的强劲增长中逆转，只能归因于日本政府的财政政策，包括不计后果地实施提高消费税率的做法。这是因为，在1995—1996年期间，没有任何其他重要因素发生变化。亚洲金融危机在这时（指1997年——引者按）并没有伤及日本经济，因为净出口获得了增长。此外，国会也没有通过任何可能导致增加市场配置扭曲程度的规制或增加对特殊利益集团进行保护的法律，而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如果发生了什么变化的话，那也是因为1996年的强劲增长而有所改善（尽管本质不变）。财政政策既起了扩张经济的作用，而当它被误用时，又起了萎缩经济的作用。”
 

二财政政策失误的政治成因
 

    如果说财政政策失误是导致日本经济长期低迷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么，为什么日本政府会制定错误的政策?两位日本经济记者在其1999年出版的题为《检讨经济失政：谁做错了，做错了什么，为什么做错了?》的著作中，为我们回答这个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线索。本书考察了第二届桥本政府从1996年11月成立到1998年7月因经济失败而下台的“经济失政”史。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日本的“经济失政”是其意识形态保守化和政治乱象的结果。自80年代后半期以来，日本经济意识形态的主流发生了变化，即从强调政府干预市场的“发展型国家”和凯恩斯主义，向倡导自由放任的保守主义经济学的转变。另外，随着泡沫经济的崩溃，自民党长期执政时代也告终结，日本政坛进入“你方唱罢我登台”的短命内阁时期。在政治不稳定、政权更迭频繁的情况下，执政者往往多从如何维持自己的执政地位的角度来考虑经济政策，经济理性让位于短期的政治利益，依靠符合保守主义、“政治正确”的政策或动作来提升自己的声望以保住政权。

    桥本政府正是如此。他在其第二届内阁成立（1996年11月）后的首次国会施政演说中，宣布将进行行政、财政、社会保障、经济、金融和教育等六个方面的改革。桥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在自民党内的统治基础很弱，因此必须在实际的政策运营中表现出领导能力。为此，他将财政改革、行政改革等难度极大的问题作为其政府的主要施政目标。桥本采取的战术是把财政改革和行政改革作为加强政治向心力的手段，这一手段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成功。“族议员”的能量被抑制，遭到国民强烈批判的公共事业被削减，日本开发银行与北海道、东北开发金库合并……尽管桥本集团感到有随时可能被取代的压力，但这时自民党内并无要把桥本拉下台的迹象。最明显的是这个时期的桥本内阁国民支持率保持在50%左右的高位。
    桥本财政改革的主要内容是通过削减和调整财政支出，特别是那些历来被视为“圣域”（如公共工程）的财政支出，以达到削减国家债务和平衡预算的目的。这个目的是日本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长期国策之一。在此有必要稍稍回顾一下战后日本的财政发展。1952年至1965年，经济高速增长使日本得以避免财政赤字。但在1965年经济出现衰退后，日本政府于1966财年发行了专门用于公共投资的建设国债以刺激经济。70年代初在石油危机的外部冲击下，采取更加积极的赤字财政以刺激经济。从1975年起到1989年，除了发行建设国债外，年年还发行纯粹用于填补一般政府支出赤字的特例国债。日本财政变得严重依赖国债。例如，1979年财政支出中有35%的资金来自于国债收入。从80年代初开始，削减债务、平衡预算成为日本财政改革的长期目标之一。这个目标在80年代后半期因经济增长、税收增加，而使支出持平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实现。1989年的预算是自1975年以来首次不发行赤字国债的预算。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政府开始实施财政扩张政策，通过增发国债来维持政府消费和公共投资。预算的平衡状况从1990年的盈余达GDP的2.9%，转变为1995年的赤字达GDP的3.6%，累积国债余额占GDP比从61.4%上升到76%。
    毫无疑问，财政赤字和累积债务问题必须加以解决，但不能不顾经济衰退的现实。桥本政府的错误在于，误导国民相信他的紧缩财政政策既能达到削减赤字和债务的目的，又能促使经济恢复景气，鱼与熊掌兼得。1997年1月，桥本召集官房长官、大藏大臣、总务厅长官、企划厅长官，中曾根、竹下登、宫泽喜一、村山富市前首相，武村正义前大藏大臣，自民党和社民党主要领导人开会，讨论财政结构改革问题。在会上，中曾根表示：“财政重建需要种种社会和政治成本，积极和消极都有。关键在于如果内阁团结一心、决不退让地进行财政重建改革，那么，股价就会上升，景气就能变好。如果半途而废，则将全盘皆输。对于政治家来说，这是最重要的大事。”竹下登这位公共事业族的领袖在会议上也表示：“为了重建财政，国家预算支出必须年年递减。”宫泽历来倾向积极财政，但这时也说：“金融时报的元旦社论指出，日本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不是财政重建，而是改善经济的体质。对此我不敢苟同。”社民党负责人村山附和道：“虽然大家都说消费率提高、特别减税停止和医疗费负担提高增加了国民的负担，但真实的情况绝非仅仅如此。多党联合政府应当把这一点向国民讲清楚。财政重建的问题决不能再往后拖了，现在正是痛下决心的时候。”武村则把批评的矛头指向凯恩斯主义。他说：“虽然直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把财政政策当作刺激景气的工具来使用，但是凯恩斯主义的政策现在应当终结了。经济大混乱时另当别论，通常的景气变动财政应当保持中立。股价一有跌落，便搞景气对策，财政重建将一事无成。”最后桥本总结道：“公共投资并非圣域。该缩减的就得缩减。关键在于提高公共投资的效率。关于这一点，还请执政党特别是自民党鼎力支持。”
    在财政重建优先于景气刺激这一点上，桥本政府还得到了大藏省官僚和众多经济学家的支持。大藏省财政制度审议会属下的众多鼓吹财政重建的经济学者参与的“基本问题小委员会”，于1995年12月发表了《关于财政基本问题的报告》。该报告彻底否定了凯恩斯主义，指出：“为应对经济不景气而采取凯恩斯财政扩张政策的国家已经不存在了。最近，主要发达国家对实行凯恩斯财政政策的弊害已有清晰的认识。”日本的两大日报《读卖新闻》和《朝日新闻》也发表社论支持财政重建。前者在1997年元旦发表的社论中强调，“政府必须急速从国债依存的体制中脱身，通过能够确保财政规律的财政健全化法案。”后者同年1月21日的社论指出：“公共投资的持续增长必须停止，有关公共事业的长期计划应当从零开始。”时任大藏大臣三冢不无夸耀地宣布：“1997财年是日本财政结构改革元年。”
    在政府、官僚和学界关于财政重建优先的呼声中，异议虽有但声势不大。例如，1996年12月《朝日新闻》发表了一篇题为《空前的通货紧缩》的专栏文章。该文警告说：“政府一方面发出了可能要调整景气的信号，但另一方面财政当局又做出在岁入和岁出两个方面都要强力收缩的政策……强度如此之大的财政紧缩在别的国家是见不到的。1997年的实际增长率势必因此转为负值，战后最大级的景气后退即将降临。在金融体系不稳定的局面下，财政政策朝着紧缩的方向进行的大转换，在时机上恐怕是个不智之举吧。”值得注意的是，日本财界的主流意见也是要求政府进行财政扩张干预，反对政府的财政收缩政策。美国出于自身的利益，一再向日本政府施压，要求它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国内需求，以减少美国对日本的贸易逆差。例如，克林顿政府对桥本政府的财政紧缩政策十分不满。1997年12月13日克林顿在致桥本的信中这样写道：“请允许我再次向首相请求采取有意义的景气刺激政策。如果日本在来年的预算中，采取强有力财政措施刺激内需的的话，将有助于解决亚洲甚至世界经济的停滞问题。”
    1997年日本经济的发展让那篇匿名文章不幸言中。面对紧缩财政后出现的一片萧条，自民党政调会长山崎就财政重建改革的时机问题反省道：“虽说财政结构改革是必须做的事情，但做的时机太早也是事实。同时踩刹车（紧缩财政）和加速度（刺激景气）是不可能的。可是，桥本政权只知一味固守财政重建，而我们也被它拖着走。”这些问题的存在，说明日本仍然没有完全走出“流动性陷阱”，经济发展前景依然不明。     
在森喜朗和小泉首相任内，财政再度紧缩，经济随之在2001财政年度出现负增长。2002—2004年，日本经济的年增长率超过了2%。但这首先必须归功于来自中国、美国等的国际需求的拉动，其次才是结构改革的进展。日本现在依然面临着货币萎缩、银行贷款和土地价格下降等问题。 1998年7月，自民党在参议院选举中大败，桥本政权垮台。取代桥本的小渊惠三政权再度采取刺激景气的积极财政政策，使经济在1999年增长近1%之后，2000年达到3%的高增长率。然而，2000年4月30日接任首相的森喜朗，在经济政策上一事无成。2001年4月上台的小泉政府，在自民党内的基础很弱，故而一开始便在国会唱起改革高调以占领政治上的制高点：“暂时忍住痛苦将来才有希望”、“没有结构改革就没有发展”、“没有改革就没有经济增长”。
    最后，财政重建的主要目标削减财政赤字和国债也完全落空。2003年日本一般会计预算赤字对GDP比高达8.1%。2004财年预算收入中44.6%来自于新发国债。截至2004年9月底，累积国债余额达731万亿日元。2004年，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累计长期公债余额预计将超过GDP的140%。经过将近十年大肆宣扬的财政重建改革，离日本财政重建目标的距离变得更远了。 

  

Tamim Bayoumi.“The Morning after: Explaining the Slowdown in Japanese Growth in the 1990s，”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53），2001.

Paul Krugman.“Its Baccck: Japan's Slump and Return of the Liquidity Trap，”Brookings Papers，No.2，1998，pp.137-205.

Adam S. Posen .Restoring Japan's Economic Growth，Washington，D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Paul Krugman.Peddling Prosperity，New York：Norton，1994，pp.31-2.

Posen. Restoring Japan's Economic Growth，pp.42-3.

Isamu Miyazaki.“Prospects for Japanese Economy，”Japan and the World Economy 9（132）May 1997，p.289.

Posen. Restoring Japan's Economic Growth，pp.45-51.

Posen.RestoringJapan'sEconomicGrowth，pp.46-8.

据日本政府2000年前发表的统计数据，1997年和1998年日本连续两年出现负增长，打破了战后日本经济从未连续两年负增长的记录。2000年，日本经济企划厅改变GDP的计算方式，把1997年的实际增长率从-0.1%修正为0.2%。对于这个修正后的数字，日本各界的反应是“与实感不合”。最近的日本统计，又进一步把它向上修正为1.9%。軽部謙介·西野智彦『検証経済失政：誰が、何を、なぜ間違えたか』、岩波書店、1999年、355頁。

Posen.RestoringJapan'sEconomicGrowth，p.51.

軽部謙介·西野智彦『検証経済失政』、岩波書店、1999年、183頁。

JamesD.Savage.“ADecadeofDeficitandDebt：Japan'sFiscalPolicyandtheRiseandFalloftheFiscalStructureReformActof1997，”PublicBudgetingandFinance，Spring2000，p.56.

経済企画庁『平成12年度年次経済報告』、第2-2-2（4）表，http：//www5.cao.go.jp.j-j.wp.wp-je00.wp-je00-000i1.html。

軽部謙介·西野智彦『検証経済失政』、30—36頁。

同上书，第40—47页。

軽部謙介·西野智彦『検証経済失政』、304頁。

同上书，第47页。

同上书，第348页。

王涌：《艰难的改革，迷茫的前途：小泉内阁政策分析》，《日本研究论集》总第9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2页。

OECD. Economic Survey of Japan2005，Paris，OECD. http：//www.oecd.org.dataoecd.50.37.34286799.pdf.

MinistryofFinance.HighlightsoftheBudgetforFY2004，http：//www.mof.go.jp.english.budget.e20031224a.pdf；『日本統計年鑑005』5-8表、3-1表；内閣府『平成16年度年次経済財政報告』，http：//www5. cao.go. jp.j-

